
从 “机事” 到 “机心”： “Ｚ 世代” 与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及其数字生命观形成

从 “机事” 到 “机心”：
　 “Ｚ 世代” 与智能技术的
　 深度意义交互及其数字生命观形成

牟　 怡　 蓝剑锋

内容提要　 随着智能技术发展， 数字生命这一概念正逐渐影响当代青年的生命观。 新

兴智能媒介技术为用户提供新的信息获取方式， 沉浸式交互体验也在重塑他们对生死

的理解。 该研究基于交互性媒介效应理论， 提出 “深度意义交互” 概念以探究青年

如何在技术互动中建构生命意义和死亡观。 对 ５３１ 份全国问卷的分析发现， 与智能体

和虚拟人的深度意义交互能正向预测青年对数字生命的接受度， 而高频次的虚拟人接

触反而降低接受度； 深度意义交互通过增强个体的数字生命力认知与形式认同， 进而

提升其接受度； 个体的死亡恐惧程度正向调节深度意义交互对死亡认知的积极影响。

这表明， 相关智能技术正重塑青年的生死观念， 使其更动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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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生与死之间悄然推动一种 “新生” 的愿景： 数据编码和存储， 将意

识信号上传到数字空间， 最终使意识和生命在数字世界获得永生， 即数字生命①。 然而对于普

罗大众而言， “数字生命” 这一概念在当下仍然带有许多不确定性。 人类生命从 “生” 到

“死” 的自然进程， 如今增加了 “永生” 甚至 “重生” 的可能， 这种崭新的生命形态不仅会重

塑个体的自我认知， 还将重新定义由死亡恐惧塑造的人类文化②。 因此， 有必要深入理解数字

技术对数字生命观和死亡观的影响与塑造过程。

在 “Ｚ 世代” 群体中， 文化观念与技术使用的紧密勾连， 使得他们对生死问题的理解

比此前更为复杂多元。 作为数字原住民， 各种形态的数字媒介， 让青年群体对生死的认知

不再仅仅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观察式学习获得， 而能通过交互性沉浸式的技术体验来进行参

与式建构。 为此， 本研究旨在探讨媒介技术在塑造青年群体数字生命观与死亡观中的作

用， 以一种深度意义交互的视角分析新兴智能技术如何影响青年对数字生命的认知与态

度， 并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 青年群体如何在文化与技术的交织中， 重新定义生命的意义

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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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一） 智能技术与数字生命观

数字生命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ｆｅ） 指的是人死后主动或被动地以数字形式延续其存在的方式， 亦被

称为数字永生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①。 对于青年一代， “数据不会消失” 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根

植在他们脑海中。 云储存、 云服务等技术则为这种 “活在云端” 的生活态度提供了坚实的技

术支持。 这种技术让青年产生一种 “虚拟不死” 的感觉， 强化了他们对数字生命的依赖与

期待②。
数字生命不仅是自然生命技术化的结果， 更是社会内化技术的重要表征③。 其预设了一种

全新的生命观， 表明科技塑造全新人类正在成为主流观念④。 此外， 学界也从影视作品的哲学

思辨与后人类主义等视角探讨数字生命， 视其为一种具有重新定义人类潜能的生命形态⑤。
数字生命突破了原有的生命形态， 重新定义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数字生命观则反映了人

类对数字技术的社会影响的反思。 当前我们对数字生命这一未来技术的探讨尚付阙如， 但一个

新技术的诞生与普及之间， 必然需要人们对其社会意义和价值不断思考和论证， 这正是我们在

数字生命真正到来之前， 关注数字生命观的意义所在。
（二） 智能技术与死亡观

媒介社会学领域一直在关注媒介对死亡观念的建构和影响。 新闻媒介对疾病、 灾难、 死亡

事件的报道， 能让观众对死亡形成一种共通的认知。 这些信息不仅能够引发大众的情感共鸣，
也会重塑他们对 “死亡” 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接受。 中国传统儒家观念提倡 “未知死， 焉知生”
的朴素死亡观， 强调现世生活， 传递出对死亡的消极态度⑥。 而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则提出 “向死而生” 的存在主义死亡观， 一方面呼应了儒家强调当下的观点， 同时又暗合释

道学说， 生死有命， 顺应自然的豁达态度⑦。
智能技术的发展除了形成新的数字生命观， 同时也在重构人类关于死亡的认知与实践。 传

统死亡观的生物性、 有限性和终结性等特征正在虚拟空间的交互过程中逐渐消解， 取而代之的

是更具有互动性和延续性的数字化存在。 如邓丽君的全息演唱会通过动作捕捉和语音合成， 让

已故的歌手重新亮相在大众视野， 在虚拟空间表演， 刷新了大众对 “逝者已逝” 的固有观念。
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哀悼的时空限制和形式， 形成了线上线下交织的混合景观⑧， 甚至发展出

超越人机界限的势头。 互动技术的介入正使得死亡观从单向度的认知建构发展为多向度的参

与式实践。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 （ＡＩ） 为核心的技术系统正在打破生死交流的壁垒。 例如 Ｍｅ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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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开发的数字化身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ｖａｔａｒ） 允许用户上传逝者的文字、 语音和社交数据， 训练出可

实时应答的智能体①。 使用 ＡＩ 处理逝者的数字遗产则实现了情感载体的实体转化， 并且已成

为炙手可热的新兴产业。 尽管其中的伦理与道德风险有待商榷， 但这种技术创新的本质正如法

国哲学家列维纳斯 （ Ｌｅｖｉｎａｓ） 所言： “他人的死亡不是终结， 而是通过记忆建构的伦理

召唤。”②

然而， 技术赋能的交互性也会带来对死亡认知异化的风险。 鲍德里亚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的

“超真实” （ｈｙｐｅｒｒｅａｌｉｔｙ） 批判在数字生命技术中呈现出新的时间形态③。 当 ＡＩ 算法能够精确

复现逝者的语言习惯和面部表情时， 悼念者面对的就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记忆复现， 而是

技术自主生成的连续性幻觉。 这种认知异化实际上成为技术系统对记忆载体的殖民④。 同时，
随着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范式的发展， 各种 ＡＩ 智能体的拟人

化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程度不断提升， 用户对网络空间中的死亡正面临着多重挑战与革新。
如此前的研究发现， 中国青年群体在网络哀悼过程中， 对缺乏身体线索的网络主播和虚拟主播

的哀悼含有更多相似的话语， 即用户更容易以虚拟主播的设定来看待真人主播的死亡⑤。 因此

在智能媒介日益兴起的今天， 人们不再仅仅是借用原本的社会脚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ｒｉｐｔ） 来移植到人

机交互中， 更有可能发展出原生于数字时代的全新脚本用于认识人类自己。
（三） 从观察式学习到交互式学习： 交互性媒介效应理论的视角

在数字生命和死亡观的变迁中， 媒介技术的演进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尤其是媒介

形式和功能的变化， 深刻影响着个体对生死观的认知和态度。 伴随着从传统媒介的 “观察

式学习” 到新兴媒介中的 “交互式学习” 的转变， 青年群体从被动接收关于生死的文化信

息， 逐渐转向主动参与和建构生死观念。 这一转变不仅表现在媒介内容的消费方式上， 更

渗透到与媒介技术的互动深度上， 为当代青年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 动态地探索生死议题

的空间。
如何形成社会认知并学习社会行为， 是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经典命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 （Ａ. Ｂａｎｄｕｒａ） 在对行为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认知理论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社会行为是通过观察别人学习而来的； 尤其在某种行为受到奖励而被强

化时， 学习的过程就发生了。 通过这种替代性学习 （ ｖｉｃａｒｉｏｕ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又被称为间接学习）
的方式， 人们就可以避免低效率的学习路径⑥。 传统大众媒体时代， 该理论对媒介化体验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引发的社会行为学习提供了有效的解释与预测。
然而， 伴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 其技术可供性为社会认知理论带来巨大冲击。 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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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性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亦称为互动性） 已成为新媒体的基本属性①。 最早的交互性定义将其描

述为： “在给定的通信交换序列中， 任何第三 （或后续） 传输 （或消息） 与之前交换所涉及的

更早传输的引用程度。”② 而交互性的概念也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演变。 交互性对于用户感知

的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形成一种 “功能三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ａｄ）”③。 首先， 交互性的新兴

媒体技术扮演着工具的角色， 通过提升用户能力， 促进用户的参与， 使目标行为更容易执行；
同时， 以一种更易于理解的、 有吸引力的视觉和听觉形式呈现互动行为的结果。 其次， 技术扮

演着媒介的角色， 为用户提供动机体验， 促进行为练习， 让用户能够进行原委和效果关系的探

索。 第三， 技术也扮演着社会行动者的角色， 使得用户与之能建立社会关系， 甚至能从中获得

社会支持。 由此看出， 交互性特征已经使得新兴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围绕着呈现 － 观察这一

逻辑的可供性， 为用户的社会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
桑德尔 （Ｓ. Ｓｕｎｄａｒ） 认为技术的交互性影响了传播过程和结果： 交互性不仅仅是交互这

一行为本身， 更是一种嵌入交互行为中的心理功能。 他将交互性视作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一种行

为 －心理机制， 而不仅仅是与信源或内容相关的特征， 就此提出交互性媒介效应理论 （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简称 ＴＩＭＥ 理论）④。 ＴＩＭＥ 理论认为交互性这种技术可供性通过两条

路径影响用户心理： 一是通过触发用户的行为而产生相应的效应， 二则是通过界面上的启发式

线索诱发效应。 ＴＩＭＥ 的行为路径强调， 用户与互动媒介的交互行为过程， 提升了用户的认知

带宽和自我认知， 进而增加其参与度， 最终对用户的知识、 态度和行为施加影响。
ＴＩＭＥ 理论中的交互效应模型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ｄｅｌ） 常用于解释数字媒介中交互性如

何通过不同机制影响用户心理和行为。 该模型将交互性划分为三个核心维度： 首先是模态交互

性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指用户通过界面工具 （如点击、 滑动、 拖拽、 缩放等） 与内容互动

的方式。 这类交互性通过增强用户的感知带宽 （如视觉广度、 操作直觉性）， 提升对内容的沉

浸感和吸收程度。 其次， 信息交互性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强调用户与系统或其他用户间的

动态信息交换 （如分层超链接、 对话式界面）。 通过呈现信息相关性 （如用户操作历史、 线程

化对话）， 使用户感知到系统的响应与其输入高度关联， 从而促进深度思考和态度转变。 最后，
信源交互性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赋予用户作为内容创造者或定制者的角色 （如博客创作、 界

面个性化）。 通过自我表达 （如头像定制、 功能设置） 和控制感 （如筛选信息、 推荐内容），
增强用户身份认同和参与动机。 由此可见， 交互性并非单一概念， 而是多维度机制的组合。 不

同交互类型通过独特路径 （如感知带宽扩展、 信息相关性强化、 自我认同提升） 影响用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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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态度和行为。

ＴＩＭＥ 理论最早提出于 ２１ 世纪初， 主要针对当时尚处早期的网络新媒体技术。 然而， 随着

技术的飞速迭代和演进， 今天的智能媒体技术无不呈现出交互性的特征， 为传统媒体时代下通

过观察来进行的 “替代性” 学习向更加直接的社会认知方式过渡提供了技术可供性。 尤其在

一些较为深层的认知议题上， 通过间接观察， 观众往往并不能形成全面深刻的认知。 一个典型

的例子便是青年群体的生命观与死亡观议题。 青年群体因其所处的生命阶段离生命终结尚远，

一般情况下难以通过 （媒介性） 观察获得对生命和死亡的直观感知。 然而， 这个群体又恰好

是新兴智能媒体的活跃用户， 通过与各种智能技术交互， 崭新的数字生命形式跃然 “屏” 上，

为他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

（四） 数字生命认知的形成： 深度意义交互的视角

作为新兴媒体技术的积极拥抱者， 当代青年正在通过各种交互性沉浸式的技术体验来主动

参与构建社会场景意义。 例如， 以年轻女性为目标玩家的乙女游戏， 构建玩家与角色之间的拟

社会关系， 从而对女性玩家婚恋观产生形塑影响， 而这种影响通过为女性玩家营造一个理想化

的爱情幻境来发生， 使其对现实亲密关系产生不切实际的期待①。 类似的效应也发生在情感类

聊天机器人 （如 Ｒｅｐｌｉｋａ） 的用户身上， 用户与聊天机器人之间的交互在爱情理想与技术现实

之间拉扯， 呈现出一种有异于人类恋爱的人机之恋模式②。

而在与数字人、 虚拟主播等新兴技术的交互过程中， 用户也在经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与生

相对的死是自然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历史上 “死亡” 一直是一个社会禁忌，

因为死亡会终止生命的潜在延续， 扼杀无尽可能的成就和经历的前景。 人们对死亡的主要反应

基本上是否认或抵抗③。 然而， 只要技术一直支撑， 数字虚拟人可以没有死亡。 这样脱离 “成

住坏空”④ 轮回的存在， 瓦解了死亡赋予生命的独特意义， 这无疑会带来对传统生死观的颠覆

性认知⑤。 即使出现类似死亡的终止状况， 例如虚拟主播的 “休眠” （ｈｉｂ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年轻用户

也依然会将其视为进入睡眠状态， 保持 “早安” 和 “晚安” 的打卡日常⑥。 这种有意无意植入

智能技术之中的隐含意义， 会让年轻用户进行多重解读。 同时， 与 “死之不易” 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 “生之容易”。 伴随着 ＡＩ 大语言模型的迅速发展， 创建智能体 （ ａｇｅｎｔｓ） 成为一种趋

势。 尽管智能体更多尚以工具的角色存在， 但是不乏将其与生命体等同的倾向。 这也给本就复

杂的数字生命观带来更多的内涵。

由此可见， 当代青年的新兴媒体使用， 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普遍使用范畴， 在沉浸、 交互等技

术可供性的基础之上， 他们主动进行意义建构。 这样的技术使用有别于普遍使用频率和时长，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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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归入深度意义交互使用的维度。 因此， 本文提出 “深度意义交互 （ｄｅｅｐ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这一概念， 借此衡量用户在新兴智能媒介技术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较深层次认知程度。 深度意义

交互是指用户在与智能媒介技术 （如虚拟角色、 聊天机器人、 数字生命等） 的沉浸式互动中，
主动参与社会场景意义建构的行为。 这种交互不仅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 更通过拟社会关系、
情感投射或生死观重构等深层认知机制， 形成对现实社会规则的切身性解读。 例如， 乙女游戏

玩家将虚拟爱情幻境映射到现实婚恋期待， 或用户对 “永不消亡” 的数字生命产生超越传统

生死轮回的认知， 均体现了技术可供性激发的主体性意义生产。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惯常的媒介技术使用强度 （包括时长与频率） 之外， 近年来， 研究

者从不同视角切入， 提出非常规的媒介使用概念。 例如， 学者钟 （Ｚｈｏｎｇ） 基于智能手机与平

板电脑的使用场景， 将罗杰斯 （Ｒｏｇｅｒｓ） 的创新扩散理论中的 “创新者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ｓ）” 拓展为

“高级用户 （ｐｏｗｅｒ ｕｓｅｒ）” 的概念， 意指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创新性使用技术的用户， 对该概

念的操作化测量包括诸如 “充分利用移动媒体设备中的大多数可用功能” 等问项①。 同样的概

念亦被桑德尔等人应用于智能技术的个人化和定制化问题②。 然而， 这一概念虽较传统媒体使

用更深一层， 却与本研究提出的深度意义交互具有本质性区别。 高级用户概念侧重的是用户的

个人技术能力， 无参与意义建构的含义； 而深度意义交互强调用户在与智能技术的双向交互中

重构价值体系的深层认知实践。
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四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１： 相较新兴智能媒介使用频率而言， 与相关新兴智能技术进行的深度意义交互

更能够正向预测青年用户对数字生命的接受度。
研究假设 ２： 相较传统媒介使用频率而言， 与相关新兴智能技术进行的深度意义交互更能

够正向预测青年用户对数字生命的接受度。
研究假设 ３： 与相关新兴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会让用户 （ ａ） 增强感知数字生命力，

（ｂ） 进而促进数字生命形式认同， （ｃ） 最终形成正面的数字生命认知。
研究假设 ４： （ａ） 与相关新兴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会加强用户的正面死亡认知， （ｂ）

而这一关系会受到用户死亡恐惧程度的正向调节。

二、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过程与样本

本研究针对我国青年群体展开一项全国性的在线问卷调查。 鉴于本研究主题围绕着新兴智

能媒体的使用及其对数字生命的认知展开， 将研究样本限定于互联网使用者这一群体， 不仅是

合理的选择， 而且是研究针对性和深度的必要前提。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平台 “问卷星” 选

取研究对象并发放问卷。 研究采用了问卷星的样本服务， 从该调查平台的抽样框中抽取受试

者。 本研究采用目标抽样的方法， 针对 １８ 到 ３０ 岁青年群体 （Ｚ 世代） 展开抽样。 共收集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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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ａｇ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９８ －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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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 １８. ７９％ ， 略低于线上问卷回收率在 ２０％到 ４４％的区间标准①。 回收率

偏低可能与问卷涉及生死议题的敏感性有关， 但样本量仍符合统计学要求。
在 ５３１ 份有效问卷中， ４６. ５％ （２４７） 来自男性， ５３. ５％ （２８４） 来自女性。 受试者的平均年

龄为 ２５. ６２ 岁 （ＳＤ ＝３. ５８）。 学历覆盖从初中到研究生或以上， 大部分 （８８. ７％） 受试者拥有大

学本科或专科学历。 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则相对均匀分布： １３. ６％的税前月收入在 ０ －５０００ 元之间，
２９. ９％在 ５００１ － １００００ 元之间， ２２. ０％在 １０００１ － １５０００ 元之间， １９. ４％ 为 １５００１ － ２００００ 元之

间， １５. １％在 ２０００１ 元以上。 受试者们普遍对死亡带有些许的恐惧感 （Ｍ ＝ ４. ５６， ＳＤ ＝ １. ４６）。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有变量均使用 ７ 级量表进行测量； 采用的英语量表经过标准的反向翻译流程形成

中文版。
对数字生命的接受度。 研究采用胡 （Ｈｕ） 等人的信息技术接受度量表②。 题项包括 “我

对 ‘数字生命’ 总体上持赞成态度” 等， 信度良好 （α ＝ . ８２）。
媒介技术使用频率。 媒介使用的测量主要分为频率和时长两类。 此前的研究表明， 使用频

率往往更能预测其媒介效果③。 本研究采用范登艾登 （Ｖａｎ ｄｅｎ Ｅｉｊｎｄｅｎ） 等人开发的社交媒体

失调量表④， 并按照传统媒介技术和新兴媒介技术两类进行修订， 最终形成 ９ 个问项。 传统媒

体包括电视、 电影、 广播等， 新兴媒体包括 ＶＲ ／ ＡＲ ／ ＭＲ、 智能音箱、 聊天机器人、 虚拟人、
电子游戏等。 这五种新兴媒体技术的选择是根据罗杰斯的 “技术集群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的

概念而来⑤。 技术集群由一个或多个可区分的、 被认为密切相关联的技术要素组成， 它们通常

具有技术的相关性和使用的相似性等特点。 例如， 虚拟人 （如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等）、 ＡＩ 聊
天机器人 （如 ＣｈａｔＧＰＴ 聊天机器人和 Ｘ 上的社交机器人）、 虚拟现实 （ＶＲ）、 增强现实 （ＡＲ）
和混合现实 （ＭＲ） 以及电子游为数字生命技术的技术集群。 同时， 鉴于大语言模型应用的最

新进展， 创建智能体成为一个新的趋势， 因此特地涵盖了智能体的创建频率。 鉴于这 ９ 个问项

并不存在必然的相关性， 因此将 ９ 个问项作为独立变量放入后续分析， 无需进行信度检验。
深度意义交互。 针对聊天机器人、 虚拟人和智能体的深度意义交互， 本研究部分借鉴辛克

莱尔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等人开发的情感亲密度量表⑥， 题项包括 “我可以坦诚地与虚拟人 ／聊天机器

人分享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 等 ４ 个问项， 信度良好 （α ＝ . ７５）。
感知数字生命力。 针对聊天机器人、 虚拟人和智能体等的深度意义交互， 测量用户感知到的

技术生命力程度， 采用 “我相信聊天机器人是有生命的” 等 ８ 个问项， 信度良好 （α ＝ . ９５）。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ｕ， Ｍ. Ｊ. ， Ｚｈａｏ， Ｋ. ， ＆ Ｆｉｌｓ⁃Ａｉｍｅ， Ｆ.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ｖｏｌ. ７， ２０２２， ｐ. １００２０６.

Ｈｕ， Ｐ. Ｊ. ， Ｃｈａｕ， Ｐ. Ｙ. Ｋ. ， Ｓｈｅｎｇ， Ｏ. Ｒ. Ｌ. ， ＆ Ｔａｍ Ｋ. Ｙ. ， “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Ｕｓ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ｏｌ. １６， １９９９， ｐｐ. ９１ － １１２.

Ｖｏｒｄｅｒｅｒ， Ｐ. ， Ｋｒöｍｅｒ， Ｎ. ，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Ｆ. Ｍ. ，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ｌｙ 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ｍａｒｔ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ｖｏｌ. ６３， ２０１６， ｐｐ. ６９４ － ７０３.

Ｖａｎ ｄｅｎ Ｅｉｊｎｄｅｎ， Ｒ. Ｊ. ， Ｌｅｍｍｅｎｓ， Ｊ. Ｓ. ， ＆ Ｖａｌｋｅｎｂｕｒｇ， Ｐ. Ｍ.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Ｓｃａ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ｖｏｌ. ６１， ２０１６， ｐｐ. ４７８ － ４８７.

Ｒｏｇｅｒｓ， Ｅｖｅｒｅｔｔ. Ｍ. ，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５ｔｈ ｅｄ.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３１.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Ｖ. Ｇ. ， ＆ Ｓｈａｒｏｎ Ｗ. Ｄ. ，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３，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９３ －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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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命形式认同。 用户对数字生命形式的认同程度通过两个问项来测量， “生命可以通

过数字的形式得以延续” 和 “生命不一定是有机体形式的， 也可以是硅基形式”， 信度良好

（α ＝ . ７４）。
死亡恐惧。 采用何 （Ｈｏ） 等人修订的中文死亡态度量表中 “死亡恐惧” 维度的四道题

项①， 包括： “我对死亡怀有一种强烈的恐惧” 等， 信度良好 （α ＝ . ８５）。
生死认知。 我们参考洛佩斯 （Ｌóｐｅｚ⁃Ｐéｒｅｚ） 提出的死亡图景量表②， 要求受试者对肉身死

亡和数字生命两个概念进行图景想象和描述。 后续两位独立编码员对受试者的文字表述进行编

码， 包括文字字数和文字描述的情感倾向 （ｖａｌｅｎｃｅ）。 依据文字描述中体现的情感色彩， 将每

个受试者针对以上两种情形的描述进行从非常负面 （ － ２）、 负面 （ － １）、 中立 （０）、 正面

（１） 到非常正面 （２） 的 ５ 级编码， 以此代表数字生命认知和肉身死亡认知。 编码员信度

Ｋａｐｐａ 系数良好： 文字字数为 １. ００， 肉身死亡为 ０. ８２， 数字生命为 ０. ７８。
人口统计学变量， 包括受试者的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收入等常规测量项目。

三、 研究结果

（一） 传统死亡阴影下的数字生命想象

总体而言， 受试者们对数字生命的认知较正面 （Ｍ ＝ ４. ６４， ＳＤ ＝ １. ２７）。 针对受试者对肉

身死亡和数字生命的直观文字描述， 展开词频分析， 两种描述的词频图 （词频前 ３０） 如下

（见图 １ 和图 ２）。

图 １　 针对肉身死亡的图景描述　 　 　 　 　 　 　 　 　 　 图 ２　 针对数字生命的图景描述

对于肉身死亡， 受试者的看法集中在生理的终止 （冰冷、 呼吸、 身体） 和情感的断裂上。
如 “失去” “悲伤” “家人” 等关键词表明受试者认为死亡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
同时也对亲情、 家庭关系等社会意义宣告死亡。 例如其中一位受试者描绘的肉身死亡图景：
“一个人逐渐失去活力， 周围的家人静静守护。 温暖的呼吸变得微弱， 最后一声叹息打破了宁

４２

①

②

Ｈｏ， Ａ. Ｈ. ， Ｃｈａｎ， Ｃ. Ｌ. ， Ｃｈｏｗ， Ａ. Ｙ. ， Ｐｏｎ， Ａ. Ｋ. ， ＆ Ｎｇ， Ｓ. Ｍ. ，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

ＤＡＰ⁃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Ｒｅｖｉｓｅｄ，”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Ｃｒｉｓｉｓ ＆ Ｌｏｓｓ，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２， ２０１０， ｐｐ. ９５ － １１０.

Ｌóｐｅｚ⁃Ｐéｒｅｚ， Ｍ. Ｅ. ， Ｐｉｎｏ⁃Ｊｕｓｔ， Ｍ. ， ＆ Ｃａｍｐｏｓ， Ａ. ，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ｅａｔｈ，”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４， ２０２０， ｐｐ. ７０１ － 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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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亲人们流下眼泪， 感受到深刻的失落与无奈。 生命的连接在这一刻被割裂， 留下无尽的回

忆和思念。”
数字生命方面， 受试者的回答主要围绕在虚拟世界中的自我意识、 互动方式以及身份认同

等问题上。 “意识” “交流” “自我” 等词表明受试者想象中的数字生命主要是一种在虚拟空间

中延续的意识， 其能够与他人互动， 但同时也因数字化的载体而使得自我的概念有所不同。 例

如： “在数字生命的世界中， 意识转化为数据， 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与他人互动。 人们可以随意

选择外貌， 享受自由与创造。 然而， 这也引发自我认知的挑战， 生死观念改变， 死亡成为身份

转换， 而不是终点。 人们可能会反思与他人的连接和生命的真正意义。”
从五百多位受试者描述的图景中找到一些生动形象的情绪体现， 比如面对肉身死亡， 受试者

认为， “听不见任何声音， 看不见任何画面， 内心恐慌”； 数字生命让受试者 “对生死不再惧怕”，
但也让受试者不免提出 “我还真的是我吗？” 的忒修斯之问 （Ｔｈｅｓｅｕ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①。 而受试者对

“肉体死亡” 与 “数字生命” 两者的情感倾向， 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 （ｒ ＝ －０. ０９， ｐ ＝ . ０４）。
（二） 青年群体对数字生命的接受度受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影响

我们对数字生命的接受度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并进行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ＶＩＦ 值均小

于 １０， 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结果显示： 与虚拟人的深度意义交互 （β ＝ . １７， ｐ ＝ . ０４） 和

与智能体的深度意义交互 （β ＝ . ２０， ｐ ＝ . ００４） 均显著正向预测受试者对数字生命的接受度； 然

而， 对虚拟人的普遍使用频率 （β ＝ － ０. １３， ｐ ＝ . ０２） 负向预测对数字生命的接受度， 而智能体

的创建频率 （β ＝ . ０５， ｐ ＝ . ３４） 并不显著预测对数字生命的接受度。 此外， 其他相关新兴媒体技

术 （例如 ＶＲ ／ ＡＲ ／ ＭＲ 和聊天机器人） 的普遍使用频率以及传统媒体 （例如电视电影） 的使用频

率并不能显著预测受试者对数字生命接受度 （见表 １）。 因此， 研究假设 １ 和 ２ 均成立。

表 １　 预测数字生命接受度的线性回归模型

预测变量 β Ｓ. Ｅ. ＶＩＦ ΔＲ２

模块 １： 人口统计学变量 ０. ０６∗∗∗

　 性别 － ０. ０５ ０. １２ １. １２

　 年龄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１. １５

　 教育程度 － ０. ０４ ０. １８ １. ０６

　 收入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１. ２７

　 死亡恐惧感 ０. １５∗∗ ０. ０４ １. ０５

模块 ２： 媒体技术使用频率 ０. ０６∗∗

　 ＶＲ ／ ＡＲ ／ ＭＲ 使用频率 －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１. ５２

　 智能音箱使用频率 ０. １１ ０. ０６ １. ４９

　 聊天机器人使用频率 － ０. ０２ ０. ０６ １. ２７

　 虚拟人使用频率 － ０. １３∗ ０. ０５ １. ２３

　 电子游戏使用频率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１. ２２

　 电视观看频率 － ０. ０２ ０. ０６ １. ２６

　 广播收听频率 －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１. ２７

５２

① 源自忒修斯悖论， 指一艘船的所有部件被逐步替换后， 是否仍是原来的船， 由此引发关于 “同一性” 的哲学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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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预测变量 β Ｓ. Ｅ. ＶＩＦ ΔＲ２

　 电影观看频率 ０. ０２ ０. ０７ １. ２２

　 智能体创建频率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１. ４５

模块 ３： 深度意义交互 ０. １１∗∗∗

　 与聊天机器人的交互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３. １１

　 与虚拟人的交互 ０. １７∗ ０. １０ ３. ２１

　 与智能体的交互 ０. ２０∗∗ ０. ０５ ２. ３１

　 　 说明： 调整后 Ｒ２ ＝ ０. １９；∗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三） 青年群体与新兴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形塑其对数字生命和肉身死亡的认知

为进一步厘清青年群体与新兴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在塑造其对生 （数字生命） 与死

（肉身死亡） 的认知上的影响， 我们采用 ＳＰＳＳ 中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 宏进行中介和调节模型的验证。
为验证研究假设 ３， 使用海斯 （Ｈａｙｅｓ） 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 宏中的模型 ６ 运行了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进行了 ５０００ 次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迭代， 并计算了 ９５％的偏差校正置信区间 （ＣＩ）。 所有定义结果的变

量均经过均值中心化处理以便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深度意义交互正向影响数字生命力认知：
Ｂ ＝ ０. ４９， ＳＥ ＝ ０. ０６， ｐ ＜ . ００１， ９５％ ＣＩ ＝ ［０. ３８， ０. ６０］， 亦正向影响数字生命形式认同： Ｂ
＝ ０. ２２， ＳＥ ＝ ０. ０６， ｐ ＜ . ００１， ９５％ＣＩ ＝ ［０. １０， ０. ３４］。 进而， 数字生命力认知正向影响数字

生命认同： Ｂ ＝ ０. ２０， ＳＥ ＝ ０. ０４， ｐ ＜ . ００１， ９５％ ＣＩ ＝ ［０. １２， ０. ２８］。 最后， 数字生命认同正

面影响数字生命认知： Ｂ ＝ ０. ３５， ＳＥ ＝ ０. ０４， ｐ ＜ . ００１， ９５％ＣＩ ＝ ［０. ２６， ０. ４３］。 因此， 研究假

设 ３ａ － ｃ 均成立 （见图 ３）。
为验证研究假设 ４， 使用海斯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 宏中的模型 １ 运行了一个调节模型， 进行了

５０００ 次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迭代， 并计算了 ９５％的 ＣＩ。 所有定义结果的变量均经过均值中心化处理以便

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深度意义交互并不会直接对肉身死亡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Ｂ ＝ － ０. ０５，
ＳＥ ＝ ０. ０４， ｐ ＝ ０. ２３， ９５％ＣＩ ＝ ［ － ０. １３， ０. ０３］。 然而死亡恐惧会正向调节深度意义交互与肉

身死亡认知的关系： 深度意义交互与死亡恐惧的交互项 Ｂ ＝ ０. ０７， ＳＥ ＝ ０. ０２， ｐ ＝ . ００３， ９５％
ＣＩ ＝ ［０. ０２， ０. １２］， 即越恐惧死亡的用户， 越能通过与智能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减轻对死亡

的负面认知。 因此， 研究假设 ４ａ 不成立， Ｈ４ｂ 成立 （见图 ３）。

图 ３　 预测对数字生命和肉身死亡认知的模型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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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以数字生命观与死亡观为例， 探讨了智能技术对青年文化的影响。 研究发现， 当代

青年对数字生命总体持正面态度， 此态度受深度意义交互影响， 而非传统的媒介使用频率。 此

外， 对于数字生命观， 深度意义交互能够正面影响用户的感知数字生命力和数字生命形式认

同， 由此进一步提升对数字生命的认知。 此外， 深度意义交互对肉身死亡认知的影响并未直接

显现， 而是通过个体的死亡恐惧程度提高了积极影响作用， 即在死亡恐惧程度较高的个体中，
深度意义交互对肉身死亡认知产生更为显著的积极作用。 该发现为理解青年的数字媒介使用与

生死观演化提供了参考， 可从如下几方面探讨：
（一） 见之不如行之： 深度意义交互的预测价值

新兴智能技术的交互性重构了青年群体生死观念的意义生成机制。 研究证实， 深度意

义交互更能正向预测青年一代对数字生命的接受程度， 并影响其对数字生命和肉身死亡的

认知。 这说明当面对生与死这样本质性的问题时， 除了客观技术上的考量， 人们往往寻求

更深层次的个体与外部世界的连接。 这也暗合中国古人的智慧： “见之不若知之， 知之不若

行之。”
当脱离肉身的存在可能引发 “钵中之脑”① 式的存在焦虑时， 与人工智能的深度意义交

互则很大程度上给用户提供了情感支持与安慰。 通过与交流对象建立起情感连接、 搭建起

熟悉的社会联系， 甚至是建立亲密关系， 人的社会意义才终于落到实处， 虚拟的交流也才

终于根植到意义的土壤中。 这种互动带给使用者正向的 “生命感知” ， 使交流对象不再是

冷冰冰的技术产物， 而成为情感的投射乃至价值认同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交互过程

中， 个体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经验与数字存在联系起来， 并开始思考数字化存续是否能够成

为生命延续的一种形式， 因此个体对数字生命的接受， 也就在与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中形

成了。
这一发现进一步说明， 生死议题不仅关乎个体的生命边界， 更涉及自我认同与社会联系的

延续， 因此技术的互动性越强， 用户越有可能通过这种交互体验去赋予生命新的意义。 这一趋

势也为人类指明了技术发展方向： 在增强交互性的同时， 更加注重技术的人文关怀， 以满足个

体对生命意义和情感寄托的深层需求。
（二） 由生及死： 数字生命技术可供性下的生死认知

深度意义交互不仅影响着个体如何看待数字生命， 也在塑造他们对生死本质的理解。 经由

与人工智能的深度交互， 个体更易接受生命以数字形式延展的观念， 因为技术的拟人化加强了

情感联结， 使数字生命更显真实。 而缺乏深度意义交互的媒介接触， 往往停留在浅层的信息传

播层面， 难以促成对生命概念的根本性思考。 此前对于虚拟现实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的研究发现，
使用 ＶＲ 设备进行虚拟现实体验会令使用者产生 “去人格化 （ｄ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和 “去现实

化 （ｄ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症状。 因为在虚拟空间中， 个体对环境的感知受到设备、 算法、 算力的

７２

① “钵中之脑” 是希拉里·普特南 （Ｈｉｌａ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 在 《理性、 真理与历史》 一书中提出的思想实验。 〔美〕 希拉

里·普特南： 《理性、 真理与历史》， 童世骏、 李光程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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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限制， 在物理和空间意义上的感知降低， 令他们的自我感遭到削弱①。 当个体与虚拟人进

行互动的时候， 个体可能会对数字生命的真实性和价值产生质疑， 进而减少他们对数字生命的

接受程度。 此外， 由于和虚拟人的对话目前还存在连续性、 交互性、 拟人性 （社交线索） 的

种种限制， 导致这种对话依然停留在非常初期和表层的阶段， 难以让用户体验到情感共鸣， 建

立起深层的意义连接， 因此这种体验可能反而会增强他们对数字形式存在的不信任或不接受，
也就因此难以将数字生命视作一种真实生活意义延续的存在。 因此， 作为更深层次的媒介使

用， 深度意义交互突破了浅层使用的效果瓶颈， 超越了传统媒介使用的作用机制， 并在更深层

面影响和塑造着个体的数字生命观。

同样的， 交互性媒介也重塑着传统死亡观， 让死亡这一概念在数字时代更为多元和动态。
交互性媒介能够让个体在互动中参与死亡的意义建构， 不仅提供了在虚拟空间中与逝者重联的

机会， 还一定程度消解了死亡的不可逆性， 使得 “数字生命可以存续” “死亡不再一定是生命

的终点” 等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生命经验中。 这一变化显示出死亡观在这个智能技术方兴未艾

的社会中， 正在经历从固定到流动、 从终结到延续的深刻转型。 交互性媒介一方面模糊了生死

的边界。 当人们能够通过 ＡＩ 模拟逝者的语言、 行为， 甚至与其互动时， 生者对死亡的感知逐

渐从 “不可触及” 变为 “可体验” “可编辑”。 这不仅影响了个体对死亡的接受程度， 也促使

人们重新思考死亡的定义。 另一方面， 交互性媒介尽管提供了一种生命延续的可能， 但这种延

续是否真的能够替代逝者， 还是只是技术制造的幻想？ 当 ＡＩ 复现了逝者的音容笑貌时， 这种

互动可能会强化个体对死亡的否认， 使其陷入 “逝者仍在” 的认知循环， 从而难以接受真正

的死亡现实。

（三） 从 “机事” 到 “机心”： 技术使用与文化观念形成

跳脱出数字生命这一命题， 本研究更是一种将新兴技术使用与文化观念形成相勾连的一种

尝试， 展现出一种从 “机事 （技术使用行为）” 到 “机心 （技术相关认知）” 的演进路径②。
本研究结合技术的交互性特点， 提出深度意义交互的概念， 以区分传统的社会认知理论中的观

察式学习。 这种交互式学习方式， 让年轻用户们受到的技术影响更加潜移默化和深刻， 从而更

能够形成深层次的认知模式。 这种从线上技术使用到线下社会认知的关系建立， 打破了虚拟与

现实的边界， 表明技术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媒介， 更是文化观念建构的场域。 传统上， 人类社会

依赖宗教、 哲学和集体意义来定义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终结， 而交互性媒介正在成为新的文化

塑造力量。 当个体在交互中体验到智能体的拟人化特征， 生命的定义开始变化， 人们逐渐接受

非生物性的存在作为生命的延续方式， 甚至开始质疑肉身是否仍然是构成生命本质的唯一要

素， 这一文化观念的调整， 形成了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的生命理解方式的基石。 而在人与

技术的社会关系层面， 当技术角色从工具转为伴侣， 甚至是 “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社会文化

层面也将形成新的生命哲学、 死亡文化以及技术与社会的全新关系。

不可否认， 数字生命尽管还未真正到来， 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已经带给了我们

８２

①

②

Ｐｅｃｋｍａｎｎ Ｃ. ， Ｋａｎｎｅｎ Ｋ. ， Ｐｅｎｓｅｌ Ｍ. Ｃ. ， Ｌｕｘ Ｓ. ， Ｐｈｉｌｉｐｓｅｎ Ａ. ， ＆ Ｂｒａｕｎ Ｎ. ， “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Ｄ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ｖｏｌ. １３１，

２０２２， ｐ. １０７２３３.

出自 《庄子》 “有机械者必有机事， 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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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数字生命的前瞻。 尽管技术尚未成熟， 但用 ＡＩ “复活” 逝者已经被快速商业化， 为

普罗大众所关注和讨论。 这种初级的 “数字生命” 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伦理道德的关注， 同时

也不得不令我们思考 “生的意义” 和 “死的权利”。 在数字生命体的 “创建 －操控 －终止” 过

程中， 人类需要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 即我们如何合理地使用技术， 我们应该获得谁的允许，
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 “生” 的意义是否依然一致？ 当个人有了数字化 “替身”， 或者数字化

“再生” 以后， 社会和个人的生死观毫无疑问将受到猛烈冲击。 诸如 “不再惧怕死亡” 的观念

也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道德危机。 更重要的是， 对于如何终止一个数字生命体， 人类将面临更

大的难题。 当人类终于成为上帝， 可以创造和毁灭有意识 （或者 “给人感觉有意识”） 的存在

时， 我们就不能忽视人类与其建立起的情感连接， 而简单的销毁或删除则意味着杀生之孽， 给

人类用户带来新的情感创伤与伦理之惑。
（四）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本研究具有一些局限性， 有待在后续研究中予以突破。
首先， 本研究采用横截面的问卷调查法， 尽管验证出用户与智能媒体技术的深度意义交互

对其数字生命观的显著性影响， 然而却无法严格证明其因果关系。 后续研究将考虑采用长时性

研究进行弥补。
其次， 囿于网络调查的抽样方式， 难以采集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受试者的自我选择问

题， 使得一些对于生死话题较为敏感的人， 选择回避填写问卷。 这可能是造成本调查研究的问

卷回收率较低的原因。
第三， 因为个体的生死观问题深深根植于文化习俗和社会语境之中， 难以全面找到决定其

生成过程的影响因素， 因此回归模型和中介模型只能分别解释 １９％ 的数字生命接受度的差异

值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和 １６％的数字生命认知的差异值。 此外， 深度意义交互的测量目前仍处于初步

阶段， 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的量表体系。 未来研究将进一步开发和优化深度意义交互的测量量

表， 从而提升该变量的理论可操作性和应用推广价值。
最后， 从存在主义角度来看， 技术介入并不可能完全改变死亡的意义， 所谓 “数字化再

生” 只是符号性延续， 是一种对 “死亡” 的更为浅薄和表面的理解。 毕竟， 死亡的终极性、
身体与意识的关系、 个体存在的独特性等问题无法被技术彻底解决。 对于这一话题的进一步探

讨， 有待后续研究的展开。

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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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ａｌｉｎｇ ｅｖｉ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ａｓ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ｃｅａｌｉｎｇ ｅｖｉ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ｏｒａｌ 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ｗｈ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ｃｏｎｃｅａｌ ｅｖｉｌ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ｌｓ ｏｆ ｓａｇｅｓ ｗｈｏ ｓｅｔ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ｒｅ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ａｌｉｎｇ ｅｖｉ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ｙ ｖａｒｙ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ｅ ｃ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ｕｐ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ｎｌｙ ｂｙ ｅｍｂｏｄｙ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ｇ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ｅｒ ｅｖｉ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ａｌｉｎｇ ｅｖｉ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

１７·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Ｖｉｅｗ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ｆｅ

·Ｍｏｕ Ｙｉ， Ｌａｎ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ｆｅ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ｎ ｌｉｆ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ｅｗ
ｗａｙ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ｅｅｐ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ｈｏｗ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ｄｅａ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５３１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ｅｐ，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ｕｍａｎ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ｆｅ，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ｈｕｍａｎ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Ｄｅｅｐ⁃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ｅａｒ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ｅｅｐ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ａｔ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ｍｏｒ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３０·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ｏｕｔｈ ———Ａ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ｊｕａ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ｉｓｍ ｈａ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ｒｉｖ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 ｔｗｏ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ａｌｉ， Ｙｕｎｎａ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０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ｅ ｅｍｐｌｏｙ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ｃｉｐ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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